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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安全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征，表
现为信息安全风险、环境安全风险、反恐安全风险、公共安全风险和政治认同风险。社会结构变迁脱节、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等构成了政治安全风险产生的诱因。政治安全风险直接威胁着
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民族团结和政府信任，针对政治安全风险的不同表现和产生诱因，采取措施规制政治安
全风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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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寻求政治安

全的过程也是规避政治风险

的过程［1］。近年来，有关政
治安全研究的文献逐渐增

多，但是对政治安全风险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风
险”通常与危机、危险相联

系，“风险的最关键的意义是指其暗含的不确定性
或者危险本身”［2］3。从政治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角度
看，政治安全风险可以界定为潜在的威胁和侵害一

国或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和政治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

素的总和。引发政治安全风险的因素随着政治、经
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区别于军事威胁下的
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政治安全风险更加直接地制

约着一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3］全面深化改革将促使国家治理模式发生
巨大变革，政府、市场与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
者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深刻重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
程中的制度变迁效应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一

个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一个重要根源。

但是随着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开放，

社会矛盾将更加突出，潜藏的危机会不断显现。应
对社会由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对内对外的开放状态，

规避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安全风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

1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安全风险的表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它的实
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影响政治安全风险的潜在因素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

程紧密相关，在国家治理由传统的管控型治理模式向

多元参与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变迁中，政治、经济与
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会使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社
会安全相互交织，表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1．1 信息安全风险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

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革命至少和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经

济、社会与文化等物质基础的不连续模式。”［4］35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
模达 6. 49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 117 万人; 互联
网普及率为 47. 9%，较 2013年底提升了 2. 1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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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促
进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与繁荣。网络社会不同于
现实社会，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性的特征。正
因为如此，网络社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网络社

会中的信息安全风险由此也成为政治安全风险的表

征之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打破了人际交往与社会
活动的地域性与实体性的限制，从而更易于导致违

法犯罪行为的滋生;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决定了网络

社会在信息传播与获取方面是平等的，即作为“自
媒体”的网民无论身份、职业、背景都可以毫无差别
地分享网络信息资源，然而，未经甄别的海量网络信

息资源也往往易于误导社会舆论和影响社会行为;

网络社会的全球性特征更是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

离，密切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网络社会提

供便捷的同时，情报窃取、黑客攻击等跨国犯罪严重
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

1．2 环境安全风险

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环境的不

断恶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1 月
公布的《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显示，全国突发环境
事件 712次，其中重大环境事件 3次，较大环境事件
12次，一般环境事件 697 次。2005—2013 年间，有
关环境信访案件的民众投诉数量居高不下，在 2010
年以前，环境投诉途径主要是通过信件与上访，而

2011 年以后，电话或者网络投诉数量更是直线上
升，至 2013年通过信件、上访、电话、网络途径投诉
的环境信访数量总数达到 1 369 275 件( 见表 1) 。
日益增多和日趋扩散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表明( 如各

地频发的环境 PX事件) ，环境安全问题不仅关乎着
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健康发展，而且还直接决定着

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国家治理现
代化进程中的环境安全风险构成了政治安全风险的

重要表征。

表 1 环境信访工作情况

年度 来信总数( 封) 来访批次( 批) 来访人次( 次)
来信、来访已
办结数量( 件)

电话 \网络
投诉数( 件)

电话 \网络投诉
办结数( 件)

2005 608 245 88 237 142 360 — — —

2006 616 122 71 287 110 592 — — —

2007 123 357 43 909 77 399 — — —

2008 705 127 43 862 84 971 — — —

2009 696 134 42 170 73 798 — — —

2010 701 073 34 683 65 948 — — —

2011 201 631 53 505 107 597 251 607 852 700 834 588

2012 107 120 43 260 96 145 159 283 892 348 888 836

2013 103 776 46 162 107 165 151 638 1 112 172 1 098 555

数据来源:《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 2014－11－24)

1．3 反恐安全风险
恐怖主义是指任何个人、集团和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毁灭性手段，残害无辜，制造恐怖，威胁另一个

人、集团和国家，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社会目的的
犯罪［5］53。恐怖主义的暴力性活动具有破坏力强、危
害性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易于造成严重的社会恐
慌，是国家政治安全风险最直接的表现。数据统计表
明，国内恐怖事件从 2011年开始凸显，2013年和 2014
年均达到 8件，国内恐怖事件的发生率达到一个峰值
( 见表 2) 。恐怖事件的发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
区和边远地区，例如 2014年发生的“3·1昆明火车站
暴力恐怖案件”“4·30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袭击
案”“5·22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暴恐袭击案”“7·28
喀什地区莎车县暴恐案”等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社会利益矛盾多发突

发期，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势力更易于相互融

合，从而增加了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反恐安

全风险因此成为国家政治安全风险的又一重要表征，

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国家治理现代

化进程中政治安全与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
表 2 2009－2014年国内恐怖事件发生数量统计［6］

年代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数量 2 0 4 1 8 8

注: 2009－2014年上半年数据主要根据文献《基于中文文献
的反恐情报研究分析》，2014 年下半年恐怖事件结合网
络信息统计有新疆喀什“6·21 恐怖袭击事件”、新疆莎
车“7·28恐怖袭击事件”、新疆轮台“9·21 恐怖袭击事
件”、新疆莎车“11·28恐怖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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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共安全风险
公共安全泛指社会公众开展日常生活、学习、工

作、交往和娱乐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外部环
境，保障公共安全是国家和政府为“稳定社会发展
而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7］3。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所依附的是社会形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

型。“中国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协调，导致了利益分配失衡

和改革成本分担的不合理”［8］13，从而造成公共安全
风险高发的态势。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公
共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主观原因造成的公共安全风险

( 如群体性事件) 和客观原因造成的公共安全风险

( 如地震等自然灾害) 。由于不同群体的多元利益
需求增加以及矛盾冲突的加剧，主观性公共安全风险

呈现上升趋势，局部性的群体性事件通过现实社会与

网络社会的交互作用，很可能扩散为危及政治稳定和

政治秩序的全国性事件。因此，公共安全风险构成了
国家政治安全风险的重要表征之一，规避公共安全风

险是国家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1．5 政治认同风险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认可、

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它是一种
心理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

对政治权力的认同［9］。如果说国家制度是现代国
家构建所必需的“硬件”，那么多民族国家公民的政
治认同就是“软件”［10］。因此，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政
治认同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基础。但是，在国家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由传统社会的“同质性”社
会形态转变为现代社会下的“异质性”社会形态，在
物质基础不断丰富的同时，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层

面上的需求表现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点，这在客

观上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异质性社
会形态的开放性特征促进了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

多元化发展，然而也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

突，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削弱社会公众政治

认同的心理基础，从而对政治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

造成潜在威胁，政治认同风险由此成为国家治理现

代进程中政治安全风险的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2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安全风险的
诱因

诱因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是指能够引起有机体

定向行为并能满足某种需要的外部条件。诱因理论
强调外部刺激引起动机的重要作用，认为诱因能够

唤起行为并指导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
安全风险的诱因，讨论的是国家治理由传统向现代

转型过程中，诱发政治安全风险的各种因素。
2．1 社会结构变迁脱节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明显特征是现代社

会是一个实体性的传统社会与虚拟性的网络社会相

互交织发展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
主要属于依存于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面对面的交往，

即“实体交往”，而网络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打破了
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限制，通过网络媒介不同地

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公众可以实现“零距
离”的社会交往( 即“缺场交往”) ，缺场的网络交往
不仅不是虚拟交往，相反却是反应敏捷、传播快捷、
功能强大的真实交往［11］。但是，在国家治理由传统
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权力分配、制度确
立、机构设置都是围绕于“实体交往”的社会形态而
构建的，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网络社会的转变，

“实体交往”的社会结构开始变迁为“实体交往与缺
场交往交互存在”的社会结构，停留在传统社会下
的国家治理的实体设置，造成社会结构变迁的脱节，

导致了“缺场交往”的网络社会中国家治理的缺失，
从而易于诱发政治安全风险。此外，网络技术的脱
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结构变迁脱节，网络社会的发

展和安全维护需要独立网络技术的支撑，然而现阶

段国家网络核心技术和设备大多是舶来品，缺少自

主可控的高新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产品和关键

领域安全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尤其是主流防火墙技

术和杀毒技术大都来自国外［12］，如果这些技术与设

备出现初始性的安全漏洞或病毒搭载，将会严重影

响国家政治安全。
2．2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

及其比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是针对原有国民经济

中各产业部门比例关系的重新整合。产业结构的比
例不但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对自然生态环境

产生直接影响。粗放型产业结构往往造成资源的巨
大浪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在带来经济

产值飞速增长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呈现几

何级数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 2009—2012 年国内
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
业，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566 130. 2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生产总值 56 957. 0 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249 684. 4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262 203. 8亿元，
所占比例分别为 10%、44%、46%，第三产业略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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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然而，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果的
同时，2009—2013年，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持续
上升，远超建筑行业所占的比重( 见表 3) 。工业的发
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据《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
统计，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为 375 000 万吨，其中煤

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6%，石油占 18. 4%，天然气占
5. 8%，水电、核电、风电 9. 8%，煤炭的消耗成为环境
恶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从资源消耗的角度看，产业
结构调整仍然比较滞后，工业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加大了环境安全风险的发生率。

表 3 2009－2013年三大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表( 单位:亿元)

年份 国民总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2009 340 320. 0 340 902. 8 35 226. 0 157 638. 8 135 239. 9 22 398. 8 148 038. 0

2010 399 759. 5 401 512. 8 40 533. 6 187 383. 2 160 722. 2 26 661. 0 173 596. 0

2011 468 562. 4 473 104. 0 47 486. 2 220 412. 8 188 470. 2 31 942. 7 205 205. 0

2012 518 214. 7 519 470. 1 52 373. 6 235 162. 0 199 670. 7 35 491. 3 231 934. 5

2013 566 130. 2 568 845. 2 56 957. 0 249 684. 4 210 689. 4 38 995. 0 262 203. 8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4－10－12)

2．3 民族分裂势力抬头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有多民族的

存在，就有可能产生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既包括民
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
之间等方面的关系［13］。近年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2013—2014 年发
生的 16起暴力恐怖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少数民族地
区或者多民族边远地区。由于民族分裂势力往往与
恐怖主义相结合，从而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了直接

的威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化的当前社

会，民族分裂势力更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民族分

裂活动和恐怖主义暴力袭击更加表现出国际性、组
织性、突发性的特点。例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
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
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这四大恐怖组织
的共同特点都是企图通过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谣

煽动民族矛盾，制造社会恐慌，进而破坏民族团结，

分裂国家，严重威胁着国家政治安全。
2．4 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

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满足，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进程中，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同时，地区之间、城
乡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国家统计局 2015年 3月 11 日公布的《2014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 469，虽然略低于 2013 年的
0. 473，但是仍然高于国际社会基尼系数 0. 4 的最高
警戒线。凸显的收入差距所反映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的不完善，异质性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公众多元化的

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均衡的情况下，往往易于造成社

会公众“公平感”心理的普遍缺失，缺失的“公平感”
容易产生“溢出效应”，即由社会公众对社会利益分
配的不公平感，转向对主导社会利益分配和公共服

务提供的公共部门的不信任感，在不对称信息的误

导下易于引发具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进而造

成政治安全风险隐患。
2．5 多元意识形态冲击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

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显示世界的方法来形
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
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14］368。意识形态
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

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
形成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国
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广泛的心理认同，从而对一
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全发挥着“安全阀”
的作用。但是，经济全球化在使世界各国相互依存
同时，以互联网为交往媒介的网络社会的产生与发

展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局

限，从而形成了网状结构的“地球村”。“对一个传
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

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

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5］141在“地球村”
中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畅通无阻，信息交换快捷便利

低成本的同时，不同意识形态的输入，特别是内含

“西方中心主义”的信息文化产品的涌入，客观上会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
虚拟环境和网民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信息可能出现

碎片化、去中心化现象，负面信息极易被聚集、放大，
加之虚假信息充斥，不可避免地恶化了网络舆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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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削弱了政府公信力，使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蓄［16］，

从而削弱了社会公众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

3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安全风险的
影响

如果说社会结构变迁脱节、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多元意识
形态冲击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治

安全风险的诱因，那么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是

政治安全风险的影响，厘清政治安全风险对国家政

治、经济、社会显性和隐性的危害。
3．1 威胁政治稳定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在现实社会与网络

社会交互发展的混合社会结构形态下，网络社会发

挥着与现实社会相同的社会功能，然而，国家治理往

往是基于现实社会而建构的实体结构，网络社会中

的国家治理的软体结构尚未完善，网络社会中的冲

突因此很难得到有效规制。当网络冲突社会走向现
实社会就容易威胁政治稳定。与此同时，随着国际
竞争的不断加剧，西方社会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以
及通过介入邻国关系、挑起纷争的行为也会极大地
威胁着国家政治的稳定。此外，民族分裂势力与国
际恐怖主义的结合，通过采取暴力性恐怖袭击活动，

制造政治恐慌，也对国家政治稳定产生了直接的威

胁。加之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社会，多元意识形
态的涌入，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侵入，往往会
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削弱国家政治认同的心

理基础。
3．2 阻碍经济发展
政治安全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重要的外部环

境，政治安全风险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

稳定性。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受国内外政治经
济环境的影响，政治安全风险对经济发展的持续与

稳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例如，信息作为网络社会
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成

为各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载体。然而，信息安全
风险直接削弱了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根基，加大了

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变
迁的“摩擦阻力”。此外，环境承载能力决定着一国
经济发展的张力，环境安全风险冲击着国家经济发

展的环境承载能力。《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显示，
2013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9 037. 2 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5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 2. 02%，比上年增加 9. 5%。可见，日趋增

长的环境治理投资直接消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限

制了经济发展的张力和提升空间。
3．3 扰乱社会秩序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

完善导致的社会冲突，直接诱发了政治安全风险的

产生。具体而言，一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
会，传统的利益表达机制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

诉求多元化发展的需求，导致社会多元利益表达不

畅; 二是日益扩大的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促使社会

公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公众心理上产生“利益被剥夺
感”; 三是互联网络高速发展与普及的自媒体时代，网
络谣言与煽动性言论往往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产生

的催化剂。在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心理上的“利益被
剥夺感”以及煽动性谣言催化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政
治安全风险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易于引发连锁反应，造

成更大的社会冲突，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3．4 破坏民族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
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
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
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而付诸实施。然
而，由于传统历史、文化与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分裂势力无视

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团结法律政策，为了达到分裂

国家的目的，往往通过散布民族分裂主义谣言，煽动

少数民族群众，扭曲宗教信仰，采取暴力恐怖袭击活

动等不法手段，激化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争端，从而

破坏了全国各民族团结共荣的和谐局面。
3．5 削弱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建立在政府对公民利益诉求表达回

应性基础上的，公民对政府是否满足其利益需求心

理预期的动态性取值集合，其实质就是政府对公民

利益诉求的回应与公民对政府忠诚度的投入。政府
信任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首先来自于一种关

于认知与利益的道德选择( 道德层面) ，其次来自于

基于经验与利益的认知判断( 认知层面) ，最后在公

民与政府具体的交往互动关系中形塑 ( 行为层

面) ［17］。在道德层面，由于社会变迁结构脱节导致
的网络社会“缺场交往”过程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尚
未建构和完善，网络社会中潜藏的信息安全风险削

弱了社会公众对国家治理能力关于认知与利益道德

选择的信任; 在认知层面，由于西方多元意识形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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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击造成的政治认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

政府信任基于经验与利益的认知判断。在行为层
面，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所引发的公共

安全风险，降低了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

4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安全风险的
规制

“在现代国家所依赖的正当性基础中，有少数
几个当属确定无疑、毫无争议，保护其成员的外部和
内部安全这个目的就属于其中之一。”［18］134规避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安全风险，为人民群众

提供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安全环
境，必须针对政治安全风险的表现、诱因和影响进行
有效的风险规制。

4．1 信息安全风险的规制
信息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变迁

的脱节，网络社会中的国家治理体制建构尚未完善，

无法有效规制网络社会中的冲突，因此建立和完善

网络社会中的监管体制是规制信息安全风险的关

键。首先，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是信息安全风险规
制的保障，必须建构网络立法的综合规划，加强网络

立法的整体规划和前瞻性，跟进网络发展的趋势和

动向，分阶段、步骤和分层级完成网络立法进程［19］，
通过相关网络社会活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对
网络社会冲突的治理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政策上的

支持。其次，加大对信息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培养
互联网络技术人才，强化产、学、研结合，组建专业的
国家信息安全保障队伍，发挥着“网络警察”的功能。
最后，政府应制定一个整体性框架来培育协同的信息

安全治理环境，促进政府、社会、公民积极广泛地参
与，从而实现对信息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20］。

4．2 环境安全风险的规制
环境安全风险的产生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直接

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第二产业比重仍然较高，

并且第二产业的构成多为高耗能、高污染、高浪费的
制造加工业，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冲破了自然环境自

净能力的承载负荷，造成环境安全风险。因此，在新
常态下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首先，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积
极探测开发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
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
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21］。其次，加强环境规制，

提升新增行业与企业的环境污染程度准入门槛，开

发与推广新型环境治理工具( 如“排污权”交易) ，促
进工业生产部门对本企业的污染程度的控制。最
后，加强中央与地方、地区之间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
方面的合作，加大污染严重的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

治理投资，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落后地区
治理环境污染［22］。

4．3 反恐安全风险的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分裂势力有

所抬头，并且与恐怖主义相衔接，暴力恐怖活动具有

国际性、组织性、隐蔽性的特征，从而在客观上加大
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难度。中国近些年来频
发的暴力恐怖事件，其根源就在于民族分裂势力作

祟，因此反恐安全风险规制的重点在于对民族分裂

势力的瓦解和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首先，坚决
打击一切从事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加强民族团结

的思想教育，加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民族间的文明，用交流交

融代替冲突对抗，提升少数民族的文明进程［23］。其
次，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与投入，完善少

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及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再次，合理进
行舆论引导，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

上进行有效的宗教管理，以防被民族分裂分子利用。
最后，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反恐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打击跨国暴力恐怖活动。
4．4 公共安全风险的规制
公共安全风险包括主观原因导致的公共安全风

险和客观原因造成的公共安全风险。客观原因造成
的公共安全风险规避超出人类当前的能力控制范

围，但是，加强灾害地区的救助和灾后重建能有效降

低公共安全风险破坏性的进一步扩大。主观原因引
致的公共安全风险通常与利益冲突和利益分配机制

不完善相关，因此建立和健全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

是规制主观性公共安全风险的重要保障。首先，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农业产
业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

流动，优势互补，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
配与再分配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
加注重公平，建立和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努力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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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同步［24］。最后，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
付，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

权益，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差
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4．5 政治认同风险的规制
政治认同对政治安全具有支持性作用，它制约

着政治安全的发展方向并决定着政治安全的质

量［25］。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即对执政党的认同、对政治体制的认
同、对政府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政治认同风险主要源于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特别

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

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认同的基础。政治
认同风险的规制，首先要加强网络社会的信息监管，

在充分尊重信息自由的前提下，对涉及西方中心主

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和文化产品进行及时的甄别与抵

制，因此网络时代的国家治理并不会削弱，而是由刚

性控制转化为柔性控制，从显性控制转为隐形控

制［26］。其次要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到依
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相结合。再次要建构社
会成员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为政治稳定和对政权

合法性提供支持［27］。完善参与机制，提升公民的政
治参与程度，进一步推行政治信息公开透明，增强政

府的公信力，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政治体制与政府

部门的信任程度。最后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充
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和技术多层面、全方位地开展教育
与宣传活动，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

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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